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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文基于华侨华人“本体”的视角，分析了欧洲右翼民粹主义的反移民特征、影响以

及华侨华人对右翼民粹主义的认知、应对特征及相关性。研究显示，欧洲右翼民粹主义的回潮对华侨

华人生存与发展环境带来多层次、多方面的深刻影响。华侨华人对右翼民粹主义的认知和应对倾向在

个体和结构层面存在着多样性与差异性等特征。华侨华人自身、住在国和祖（籍）国各界，不仅要提

高对右翼民粹主义及其影响的认知与理解，同时在文化认同、经济竞争、制度结构、舆论宣传等方面

要有所改观，以进一步消解右翼民粹主义的负面影响，推动和谐族群关系与健康社会环境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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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urvey of Several European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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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urgence of right-wing populism in Europe has led to a multi-level and multi-faceted 

impact on the living conditions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Based on a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the author’s 

fieldwork, this paper from an overseas Chinese perspective argues that overseas Chinese awareness of and 

response to right-wing populism is diverse. It is important for overseas Chinese themselves, their host 

societies and home countries to raise awareness and understanding of right-wing populism and its impact. 

All stakeholders should also collaborate to adjust their strategies in dealing with issues concerning cultural 

identity, economic competition, public opinion, social cohesion, etc., in order to eliminate the negative 

influence of right-wing populism and to achieve harmonious race relations and social well-being.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全球化进程不仅推动了世界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还不同程度地抑制了

民粹主义、排外主义等右翼势力的抬头。但近年来，随着西方政治危机、经济衰退、社会动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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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冲突等问题的加剧，欧洲各国多元文化主义已不再自信。由此，那些自诩代表“人民”的民粹主

义者开始重新唤醒“沉默的大多数”，并不断抢占世界新闻头条。有学者强调，“人们需要改变对民

粹主义观念的认识。民粹主义不是异常，其话语已经成为当代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主流。” ［1］2018

年 6 月意大利新政府的上台更是成为欧洲极右翼民粹之火的最新“爆发点”和欧洲政治之变的一个

缩影。

右翼民粹主义以反移民、反全球化、反多元文化主义为核心宗旨，其快速崛起带来的影响也引

起学界高度关注。穆迪认为，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将对国家移民政策、族群问题治理等方面产生直

接或间接的影响。［2］而欧洲移民的超多样性已经引发一系列反应，整个欧洲都掀起了一股抵制移民

的浪潮。［3］这种社会生态的嬗变给包括华侨华人在内的移民的生存与发展环境带来深刻影响。［4］国

内多位学者也注意到，当前欧洲族群关系紧张的原因在于，欧洲社会与移民在个人利益诉求与族群

利益诉求上存在分歧。民粹主义的排外性、破坏性、反市场化等特点对华侨华人及中国海外利益，

移民政策与族群关系等方面产生重要影响，族群之间需要建立灵活的冲突解决机制。［5］总之，国内

外有关这一主题的研究相当丰富，多数关注在安全、经济、文化方面对移民的影响和本土居民的态

度反应，［6］但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穆斯林移民群体，对华侨华人群体的影响研究较少。此外，相关研

究多以“第三者”或民粹主义者立场推导右翼民粹主义可能带来的影响，［7］而较少从移民自身的视角

去审视。本文以华侨华人群体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来了解分析华侨华人对右翼民粹主义的认

知及其应对，并为更好地构建和谐族群关系提出对策建议。

一、右翼民粹主义的反移民特征及其影响

（一）反移民：右翼民粹主义的最显著特征
民粹主义虽有百年历史，但由于其根据情境条件表现不同，所以至今没有完整定义。多数学者

认为，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哲学或政治语言，其包含的成分非常复杂，既是一种政治心态、一种

政治思潮，也是一种运动，同时，还是一种沟通方式、政治策略或动员工具。［8］当前，在欧洲右翼

民粹主义政党的纲领和宣传中，主要存在两大核心主题——外来移民问题和代议制民主制度问题。

而对这两大问题的态度和立场则取决于构成其意识形态的四大核心内容——极端民族主义、排外主

义、新种族主义和民粹主义。［9］极端民族主义通过明确界定一个具有强烈“我们”意识的共同体来

树立并不断强化“自我”认知，以排斥被塑造而成的“他者”。［10］排外主义源于对陌生人的不信任、

对未来的担忧和自保本能三者的结合，［11］其本质是限制或阻止那些在民族、宗教和文化等方面与自

己不同的移民群体入境定居，避免加剧在政治权力、土地资源和就业机会等方面的竞争，并保护本

民族在语言、宗教、文化和血统等方面的同质性。［12］新种族主义则是对文化相对论价值的翻转，它

强调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性，坚持认为不同文化天然是敌对的，它们相互破坏，进而力求把排斥外

国人或陌生人合法化。［13］民粹主义强调，人民的意愿高于任何其他标准，人民居于“中心地位”。

而中心地区是指那些道德高尚、团结一致的人们，并被作为一个排斥异己的依据。［14］民粹主义者所

构建的“人民”不是泛指全体人民，而是有严格限制的团体，移民、腐败的精英集团等被明确排斥

在外，并被视为政治上的敌人。［15］

右翼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的四大核心内容共筑了其反移民的理论基础。同时，他们还将移民问题

归咎于精英政治体制，认为是腐败的代议民主制和精英主义，以及他们推行的一体化、全球化导致

了移民的泛滥。因此，在反移民的基础上，右翼民粹主义也反对现行代议制政治体制，推崇直接民

主；反对欧盟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

（二）多层次、多维度、多形式：右翼民粹主义对移民的影响
右翼民粹主义在建构了思想基础和政治纲领后，便通过各种方式在不同层面影响社会政治和移

民政策。从经验上看，其对移民的影响结果一般有两个层面：一是社会体系，即限制移民的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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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权利和特权体系，即限制移民的权利。［16］这也就是当前欧洲所实施的身份收缩政策所体现出来

的加强对境内少数群体的社会福利控制和强化对边界的控制。它不仅要求新移民在来到入籍国之前

就已经“被融入”，还要求那些已经被完全同化了的长期移民做出更大的融入努力。［17］其影响的范

围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维度，并且形式多样。［18］其中，政治方面主要包括民粹主义

政党和政治家通过政党参选、政治联盟、参加联合政府等形式直接或间接地推动政府移民政策右倾；

经济方面主要指反对欧盟一体化，对外国人就业及外国资本设立各种限制，打压移民经济，削减移

民福利；社会方面则是指利用社会排外情绪和排外行为，夸大移民威胁，扭曲移民形象，甚至诉诸

族群冲突；文化方面主要指限制移民族群文化发展，反对多元文化主义，提高移民入籍的文化门槛。

歧视和排斥是支配群体伤害或消解威胁自己权力和利益地位的外群体的一种手段。当偏见和歧

视结合，就会被作为权力资源，以保护和增进支配群体的利益。［19］这种制度性的歧视和排斥可能是

被社会期待和接受的，并且被合法化，进而“理所当然地”或习惯性地拒绝给予特定群体成员各种

平等生活机会。作为一个已有 100 多年历史的移民群体，欧洲华侨华人长期以来艰苦创业，拼搏奋

斗，在自身实力发展壮大的同时，也为当地社会做出了积极贡献。但由于时局变迁，社会政治生态

的右倾也对其生存与发展带来严峻挑战。从近年来层出不穷曝出的各类人身财产侵害、华商经济遭

打压、族群形象被抹黑等事件来看，其中也或多或少反映了右翼民粹主义的影响。因此，相关研究

显得尤为必要与迫切。

二、调研设计与样本特征

（一）调研设计
当前，欧洲右翼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实践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社会政治生态的发展，但与

此同时，公众对右翼民粹主义的认知与态度也受多重因素的影响，其中主要包括个体层面和结构

层面。个体层面指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收入水平、就业状况、政治倾向等；结构层面包括移

民规模、经济发展状况等要素。［20］移民群体作为社会公众的一部分，既可能是右翼民粹主义所

影响的客体，也可能成为支持其行为的主体。因此，这一结构模式对于理解华侨华人对右翼民粹

主义的认知仍然适用。

调研旨在结合右翼民粹主义相关理论，从个体层面和结构层面右翼民粹主义对认知作一真实了

解，梳理其相关特征和存在问题，进而得出相关结论和建议。内容设计上基于华侨华人的个体特征，

如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居留时间、融入程度、政治倾向等，主要包括华侨华人对右翼民粹主义

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思想、政策主张和政治策略、政治实践和社会影响，以及华侨华人的相关应对倾

向等方面。调研方法上，由于样本量大，分布地域广，笔者一方面在法国、意大利、英国、西班牙

等重点区域开展实地调研，通过半结构访谈法了解右翼民粹主义相关情况，针对相关问题展开粗线

条访谈，灵活交流，以利于分享更多观点感受；另一方面，充分借助互联网平台和华侨华人中的人

脉关系，以微信、QQ、邮件等方式，采取非概率抽样中的立意抽样、配额抽样和介绍抽样相结合的

方法，在不同时间、不同国家的华侨华人群体中发放问卷，力争客观和具有代表性。

（二）样本特征
目前，欧洲约有华侨华人近 300 万，其中，英国（约 70 万）、法国（约 60 万）、意大利（约 35

万）、西班牙（约 20 万）、荷兰（约 16 万）、德国（约 16 万），［21］这六个国家移民比例较高，右翼

民粹主义反弹相对比较明显，故本次问卷调研范围选择以上六国。问卷发放采取点面结合、重点突

破的方式，得到意大利欧洲侨报、西班牙新起点中文学校，英国牛津华人中心等机构，以及巴黎、

柏林、伦敦、米兰、罗马、鹿特丹等多位华侨华人朋友的大力支持。2018 年 7 月—10 月分阶段回收，

共计获得有效问卷 896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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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问卷样本主要特征

年龄段 人数（占比） 文化程度 人数（占比） 居留时间 人数（占比）

20~30 岁 176（20%） 初中 272（30%） 5 年以下 136（15%）

30~40 岁 288（32%） 高中 264（30%） 5~10 年 172（19%）

40~50 岁 252（28%） 大学 252（28%） 10~20 年 344（39%）

50 岁以上 180（20%） 研究生 108（12%） 20 年以上 244（27%）

样本总体上看，意大利（305 人）、西班牙（186 人）、法国（154 人）、英国（146 人）取样较多，

占 85% 以上；男（440 人）女（456 人）比例基本均衡；各年龄段比例也比较均衡，30~40 岁受访者

略多；文化程度上，高中及以下稍多，占 60% 左右；居留时间方面，5 年以上占主体，达 85% 以上，

基本反映了欧洲华侨华人的群体特征。此外，数据还显示，多数受访者社会融入程度不高，与当地

社会交往不多。被问及“您有当地朋友吗？”时，68.5% 的人回答“没有或很少”；被问及“您参加

当地社区（文化或慈善）活动吗？”，只有 44% 的人回答“偶尔参与或经常参与”；受访者获得政治

信息的渠道比较多，其中电视、互联网、社交平台以及朋友间互传都比较重要，但总体政治意识不

强，政治参与度不高，表示对政治“不关心、不参与”的占 38.23%，“非常关心、感兴趣”的只有

9.5%，其余都处于观望状态。

三、多样性与差异性：受访者对右翼民粹主义的认知与应对特征及相关性分析

尽管民粹主义至今没有完整的定义，但无论其以何种形式出现，公众对右翼民粹主义的认知一

般主要包括政治思想和组织形式、政策主张与政治策略、政治实践与社会影响等几方面内容。同时，

华侨华人的认知与应对还受个体和结构层面各因素的相关性影响。基于此，本文拟从认知内容的纵

向维度和影响要素的横向维度对受访者的认知特征进行综合分析。

（一）对右翼民粹主义政治思想和组织形式的认知与个体相关性影响
政治思想或意识形态是一个政党的内在灵魂和行动原则。但民粹主义有“变色龙”特征，在表

现形式上总是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多变，在不同的时期和地区都有所不一。同时，组织形式也只是一

种外在表现，很多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并不标榜自己排外，其思想和形式都以普通政党或社会团体的

合法形式出现。因此，只有对其有长期深入的了解或政治立场明确的人才可能有清晰的认知。很多

华侨华人由于平时忙于生计，政治敏感性和关注度不够。从“您对住在国右翼民粹主义（极右翼）

政党了解吗（例如法国国民阵线、荷兰自由党、德国选择党、意大利北方同盟和五星运动党、英国

独立党、西班牙长枪党）？”的反馈信息看，54% 的受访者回答“不了解”，37%“了解一点”，“比较

了解”和“非常了解”的受访者加起来不足 9%。而这种结果在男女之间有一定差异，男性的了解程

度（54%）略高于女性（39%）。在年龄方面，尽管“非常了解”的受访者中 20~40 岁的比例比 40 岁

以上的略高，但 20~40 岁年龄段“不了解”的受访者比例非常高。总体上，年纪大的受访者比年轻

的受访者对右翼民粹主义更加了解一些。同时，了解程度与文化程度呈正相关性，文化层次高的受

访者了解程度明显更高，这可能与对政治术语的理解能力有一定关系。而居留时间与受访者的认知

程度也呈正比，居留时间越长，对右翼民粹主义的了解越多（见图 1）。

（二）对右翼民粹主义政策主张与政治策略的认知及个体相关性分析
相比意识形态而言，政策主张及其策略要显性得多。右翼民粹主义反移民、反体制、反一体化的

政治主张是社会严重危机的一种强烈反应，其政策解决方案虽然有时只是理想的空头支票，但依然迎

合了众多社会失意者的政治愿景。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通常在竞选活动时借助政治广告，利用文字和视觉

宣传来暗示移民的两种基本感知威胁：经济威胁和象征性威胁，这对反移民态度有至关重要的影响。［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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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移民群体之一的华侨华人，对右翼民粹主义的政策态度存在一种尴尬的选择困境：一方面

不希望反移民政策影响到自己，但另一方面，因为担心新的移民或难民的到来会影响到自己，又支

持右翼民粹主义的反移民政策。在回答“您对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政策观点（反移民、反欧元、反

多元文化主义）持何种立场”时，54% 的受访者表示完全不赞同，39% 的受访者表示部分赞同，表

示比较赞同和完全赞同的共占 7%。当然，这与华侨华人群体内部的差异性有很大关系。由于不同群

体感受到的政策影响不一样，其立场也不一样。这种倾向同样表现在他们对其他外来移民或难民的态

度上，62% 左右的受访者表示“同情，但不接纳”，其余 38% 选择“可以接纳”。三分之二以上的受访

者明确表示，移民或难民会影响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只有 19% 的受访者认为没有影响，其余则表示不

确定。教育程度、性别、年龄等相关性影响不大，但居留时间有一定关系：整体上看，居留时间长的

受访者认同度更高（见图 2）。此外，在对右翼民粹主义反欧洲一体化的看法上，70% 的受访者表示反

对，支持欧洲一体化，只有 8% 的受访者表示支持，其余 22% 表示不确定。这与欧洲华侨华人的社会

结构有密切关系。因为多数华侨华人经商从事贸易、生产加工、餐饮及其他相关服务行业，而这些行

业的发展直接受益于欧洲一体化大市场。一旦重回保护主义政策，欧洲华商经济将遭受巨大冲击。

（三）对右翼民粹主义政治实践与社会影响的认知及个体相关性结果
欧洲移民政治的右倾化趋势已成既定事实，这从日趋严厉的移民政策不断出台和此起彼伏的反

移民游行即可看出。随着英国、法国、德国、荷兰等国领导人先后宣告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失败，一

系列新同化政策和规范化措施不仅给华侨华人经济带来较大冲击，也对华侨华人移民社会支持与文

化融入造成深刻影响。［23］这些影响不仅体现在外部的现实层面，也感触于内在的心理层面。当被问

图 1 受访者对右翼民粹主义思潮和政党的认知及相关性

图 2 受访者对右翼民粹主义政策的认知及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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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您觉得欧洲当地人近年来的排外情绪有何变化”时，45.5% 的受访者认为“增加”，13.5% 的受

访者认为“减少”，另有 41% 左右认为没变化或不确定。而对于“与之前相比，现在的欧洲社会生活

环境有何变化”，受访者也看法不一，46% 认为更差，只有 9% 认为更好，其余的 45% 认为没太大变

化。这种感知与性别和文化层次的关联性不大，却与年龄和居留时间有一定的相关性，年龄越大的

受访者似乎对排外的感知越敏感，而居留时间越久，感觉排外情绪增加的人数也越多（见图 3）。

对于政府打击灰色经济的态度，28% 的受访者表示支持，12% 反对，60% 中立。而对“政府削

减移民文化社会活动经费”的看法，14% 的受访者表示非常理解、支持；62% 表示理解，却不支持，

24% 表示不理解、不支持。而对这种政策实践的认知态度与受访者的性别和年龄的相关性不大，与

居留时间有一定关系：居留时间较短的受访者更支持政府的治理政策；而与文化层次的相关性较大：

文化层次越高，越支持政府政策（见图 4）。

图 3 华侨华人居留时间与排外主义感知程度的相关性

图 4 华侨华人对右翼民粹主义政治影响的认知及相关性

这一结果在国别上也存在一定差异，在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等民粹主义影响较大的国家，华

侨华人的感知比英国、荷兰等影响较弱的国家更明显。例如，在意大利，约 70% 的受访者认为生活

环境比以前更差。这与英国智库查塔姆社 2016 年对欧洲 10 国民众对其国内穆斯林的不满意度调查有

一定相似性。该调查显示，匈牙利、意大利、波兰、西班牙等国反移民程度较高，英国、德国则相

对较低。［24］

（四）对右翼民粹主义的应对选择及个体相关性特征
民粹主义倾向于用其所选择的民众的理想化观点来确定自身，并赋予人民以创造性和依靠性的

作用。［25］但民粹主义的“人民”排斥那些所谓的“异族”等群体，因而不可避免地影响到部分华

侨华人的生活工作，甚至是核心利益。81% 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在平时工作或生活中遇到过偏见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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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视。在个人遭遇严重歧视时，33% 的受访者倾向于忍受退让，59% 选择当面驳斥，17% 求助朋友

或侨团，21% 诉诸法律，另有 5% 求助使领馆。如果群体层面发生严重歧视，甚至排华、反华事件，

32% 的受访者倾向于采取协商方式解决，54% 倾向于法律方式，19% 认为应该游行示威，39% 处于

不确定、看情况状态，只有 1.8% 认为要采取暴力方式（见图 5）。

在相关性影响方面，受访者在遭遇社会歧视时，应对选择方面与性别关系不大，但与年龄、文

化程度和居留时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在群体层面，所有年龄段多倾向于协商或法律方式，但个体

层面，年轻受访者更多地选择忍受退让、求助朋友或侨团，年纪大的受访者在选择法律手段方面更

多一些。文化层次上，学历越高的受访者选择忍受退让、协商方式和法律方式的比例越大，而选择

暴力手段的研究生受访者则没有。居留时间也是一个重要影响因子，居留时间越短，选择忍受退让

和求助朋友、侨团的受访者越多；居留时间越长，选择当面驳斥或采取法律手段的则越多（见图 6）。

这体现了居留时间越长，越熟悉当地政策环境，并且社会资本积累也越多，更善于维护自身权益。

当然，面对民粹主义回潮和移民政治的右倾，部分华侨华人也开始调整反思自身的行为方式，包括

规范移民方式、摆脱灰色经营模式、反击媒体舆论抹黑、积极依法维权，等等。

图 5 受访者个体遭遇歧视时应对方式选择倾向

图 6 受访者群体遭遇严重歧视时应对方式选择倾向

（五）移民规模和经济状况：结构性因素对受访者右翼民粹主义认知的影响
移民规模和经济状况被视为导致竞争威胁的重要结构性指标。［26］其逻辑是，群体内部成员认

为，外来人口的增长将导致对稀缺资源争夺的加剧，因而主流群体期望通过偏见与歧视来排斥外来

移民。研究表明，在移民占比较大的国家，偏见、排外情绪往往更为明显。经济不景气则会引发本

地居民对外来移民就业竞争的恐惧，他们往往将经济衰退的根源归咎于移民的增长及其不公平竞

争。［27］此外，随着移民的规模和经济实力不断提升，移民不再甘于做二等或三等居民，开始追求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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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平等的社会地位，而这对主流社会的民众而言，就意味着工作机会和社会资源的减少和流失。在

经济状况较好时，主流社会尚可宽容，而一旦经济陷入危机，则显得难以接受。［28］

今天的欧洲华侨华人群体虽然占比很小，但从 20 世纪 80 年代的 5 万左右增长到目前的近 300 万，

其速度也是惊人的，尤其是在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等一些城市的华人聚集区，华人占比较大。与

此同时，与持续低迷的欧洲经济相比，华商企业却处于增长状态。目前，欧洲华商企业总数超过 20

万家。随着华人群体规模和经济实力的壮大，欧洲本地人对华人群体的看法也逐渐发生了变化。《不

死的中国人》开篇就深刻描写了一位华人老移民的感知变化：“现在比以前富裕了，那种疯狂和绝望

地工作的时期已经彻底过去了。可是过去的日子虽苦，却很幸福。（20 世纪）90 年代，人们欣赏亚

洲人的工作态度，愿意（和他们）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和友情。一栋楼里的邻居还会帮忙照顾小孩，

经常送来吃的。今天，有关中国人的新闻里总会有黑社会的影子；在意大利每一个（中国人的）企

业里，都能嗅到仿造的气味。15 年间，旋律变了音调，在街上没有人打招呼了。一栋楼里的老年人

也总是用怀疑的眼光看着他们。”［29］

在欧洲人对华人看法有所改变的同时，欧洲华侨华人群体对当地居民和社会的态度也同样在逐渐

改变。部分华侨华人开始对欧洲人的工作和生活状态不仅不认同，甚至还有些鄙视。“欧洲人比较懒，

就是喜欢享受。”“这些小两厢车不是华人开的，我们要开就开奔驰宝马。”［30］少数华侨华人对当地执

法检查、媒体负面报道、以及人身财产受侵事件的反应则比以往更加敏感，甚至动辄游行示威，暴力

对抗，将事情复杂化。斯蒂芬·斯坦伯格（Stephen·Steinberg）说过，“如果说存在族群问题的铁律，

那就是，当各个族群处在权力、财富和地位的不平等时，冲突不可避免。”［31］也就是说，当族群间存

在严重的权力和财富不平等时，支配群体可能会通过偏见与歧视等手段和意识形态的有效传播来达成

稳定。然而，最终总会有一个或多个少数群体向这种统治发出挑战，并可能由此引发冲突。［32］

从近年来在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等华侨华人较多的国家发生的越来越多的游行示威，甚至官

民冲突事件来看，华侨华人对社会平等权利的诉求和维权意识确实在不断增强。但有时，他们可能

在方式方法上认识不够、处理不当，从而导致了不良影响。此外，华侨华人内部不同群体对该问题

的看法和反应也不一样。“我们意识到当地社会对华人态度的变化，但比起华人经济问题，这个应该

放到更次要的位置。”“近年来西班牙多次查抄华商经济，既有政府打击灰色经济的正当性，也不排

除其中存在排外主义势力的可能性，但侨胞自身经营不规范必须反省。”“我们不赞同游行示威和暴

力对抗，这会使政府和当地社会对华人群体产生不同看法，可能给我们和下一代的生活带来不利影

响。”［33］从调研看，约 46% 的受访者还是完全或部分支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政策的，尤其是一些居

留时间较长、融入程度较深的受访者经常看不惯一些新移民的行为做法，认为他们有损华人形象。

这也映射出华人社会的内部分化与多元。

四、结语

全球化推动了各国族群多样化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发展。虽然公民民族主义预示着多元社会中种

族和族群的重要性下降，但族群民族主义仍然可能会卷土重来。［34］当前，欧洲族群多样性所带来的

严重影响，为右翼民粹主义的强势回潮提供了政治与社会土壤。回望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当代欧

洲华侨华人社会已今非昔比。其在当地社会和族群结构中地位的提升，加上祖（籍）国综合实力的

增强等因素，越来越多地影响着华侨华人对当地族群关系的理解与反应。路易·沃斯（Wirth Louis）

认为，少数群体由于身体或文化特征区别于社会中的其他人，有时受到有差异且不公平的待遇往往

认为自己受到了集体歧视。［35］这种敏感度的增加和偶尔的过度反应或许可以诠释近年来不时出现的

华侨华人游行示威和维权现象。事实上，人数与社会地位没有绝对的联系，对少数群体的待遇会因

时间不同而有所不同，这主要取决于经济、政治和社会形势、多数群体的结构特征，以及目标群体的

规模、文化和身体特征、被认为构成威胁的程度、周围意识形态和历史环境等等。［36］这也进一步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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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华侨华人对民粹主义回潮的认知与应对，在个体和结构层面等方面表现出多样性和差异性的特征。

达比（Darby）指出，社会是一个综合体，不仅有冲突和变迁，也有合作与稳定。在多族群社会

中，最可能实现的目标，并不是彻底消除族群冲突，而是如何控制。［37］成功的多族群社会治理经验

表明，有效控制族群间的紧张关系，首先需要有一个强大并受到尊重的权威政府。但这在今天的欧

洲没有真正出现。其次，为了面对偏见与歧视和更好地理解负面的族群信念和行为，我们不仅需要

关注个人品格、不同社会情境的限制和需求，更需要关注多族群社会中群体之间经济、政治和社会

的竞争。［38］此外，社会规范比心理预期更重要。族群关系的改善一方面需要通过努力改变态度来推

进，另一方面，更需通过改善这些关系的结构来实现。

总之，这些理论经验和认知基础为我们进一步推进华侨华人与当地族群和谐关系的构建提供了

重要遵循。一是要提升华侨华人自身、祖（籍）国和驻外使领馆对右翼民粹主义回潮及其影响的重

视度。在增强认知和化解族群冲突时要注意华侨华人内部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特征，针对不同群体要

有不同的方式手段，同时重视内部团结。二是要引导华侨华人学会调整和改变。在不放弃自我文化

认同的基础上学习、融入当地文化，适当改变文化认同。只有主流社会和少数族裔都以宽容的态度

尊重对方的文化和族群，才能促进多元文化的持续交融，消解右翼民粹主义的社会根源。［39］三是推

动华侨华人不仅在经济上为当地做贡献，维护当地社会经济生态，也要努力参与社会治理，积极参

政，从制度结构上改善族群关系，抵制民粹主义排外势力的影响。四是加强舆论引导和族群正面形

象的宣传，支持华侨华人积极与当地主流媒介合作，增加华侨华人正能量报道，改善当地族群对华

侨华人的看法；同时，推动华文媒体创新，扩大其在华侨华人中的影响力和宣教功能，引导华侨华

人客观理解当地社会环境变化和族群冲突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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